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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印度自独立以来的历届政府均高度重视科技发展， 并

在原子能技术、 空间技术、 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等诸多领域取得重要进

展， 但这并未推动印度实现生产力的全面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改

善。 可从不同历史时期决策者基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做出发展何种类型技

术的政治决策出发， 来理解印度科技发展与经济现代化的脱节。 概言之，
决策者基于对外部威胁紧迫性的认知和印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做出发

展特定类型技术的决策， 威望技术、 公共技术、 通用技术和战略技术由于

在产业协同效应和就业创造能力方面存在差异， 对印度的经济现代化建设

产生了不同影响。 印度的实践表明， 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中低收入经济体

要走上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是绕不开的发展阶段。
【关 键 词】 　 现代化模式　 印度现代化　 印度制造　 工业化　 技术

类型学

ＤＯＩ： １０. １６６０８ ／ ｊ. ｃｎｋｉ. ｎｙｙｊ. ２０２６. ０３. ０４

引　 言

现代化是社会科学研究者长期关注且高度重视的研究议题。 早在 １９ 世

纪中叶， 马克思就曾深刻揭示，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

所显示的， 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①学界普遍认为， 经济现代化的实现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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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工业化的推进， 它以工业化为推动力， 表现为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

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① 从这个意义上看， 印度的经济现代

化显示出其特殊性。 林承节认为， 印度独立至今形成了两个现代化模式：
第一个从尼赫鲁政府时期实行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前半期， 可概括为在混合

经济体制下， 自力更生地实现以公营成分为主导的工业化和以合作制为特

征的农业现代发展； 第二个是 ８０ 年代后半期和 ９０ 年代前半期通过拉吉夫·
甘地政府和拉奥政府的经济改革逐渐形成的， 可概括为在自由化、 市场化、
全球化的方向下， 通过重点发展高科技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促进经济全面

发展。②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实行 “改革开放” 以来， 印度经济逐渐摆脱年均

约 ３. ５％的 “印度教徒式的增长速度” （Ｈｉｎｄｕ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５
年达到约 ６. ０％的年均增长，③ ２１ 世纪第二个十年保持 ５％至 ８％的高增长，
２０２１ 年实现 ９％以上的增长。④ 支撑这一瞩目增长速度的并非制造业， 而是

服务业。 １９９１ ～ ２０２４ 年， 印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３７. ８％增至 ４８％ ，⑤ 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则由 １５. ７％降至 １３. １％ 。⑥

科学技术被认为是推动经济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引擎。 印度自独立以来

的历届政府均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 尼赫鲁曾言， “无论如何， 必须使

用最新的技术， 否则沿用陈旧而过时的生产方法， 除了作为一个临时性的

过渡办法外， 就将阻挠增长和发展”。 对于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转型阵痛等问

题， “我们应当着手去改变……但不是去埋怨那个必然的而且是有益的技术

发展”。⑦ 到 ２０ 世纪末， 印度已在原子能技术、 空间技术、 信息技术、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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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等诸多领域取得重要进展，① 但制造业却始终未能实现质的飞跃， 长期

存在的贫富悬殊、 基础设施薄弱、 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也未得到根本解

决。 既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为何印度的科技发展未能有力推动经济

现代化进程？ 本文试图对该问题做出解答。

一、 印度经济现代化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学界对印度经济现代化的研究与讨论大致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 一

是印度是否走出了既不同于西方依托工业革命自然演进的原发型现代化，
也区别于东亚经济体通过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实现快速追赶的后发追赶型现

代化的 “第三条道路”？ 二是印度为何走上服务业驱动的现代化道路？ 换言

之， 与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 印度制造业发展为何严重滞后？
围绕印度经济现代化的性质判定， 既有研究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

点。 一种观点认为， 印度走出了一条知识密集型的、 以服务业为导向的经

济现代化道路， 与中国劳动密集型的、 以制造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存在本

质区别。② 黄亚生和塔伦·卡纳 （Ｔａｒｕｎ Ｋｈａｎｎａ） 认为， 与中国以外资驱动

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相比， 印度着力培育本土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虽短期

内增速偏低， 但可持续性更强， 最终有望成为 “世界技术实验室”。③ 另一

种观点则反驳称， 服务业的发展并未通过 “涓滴效应” 带动印度农业和工

业部门发展， 大量人口仍被排除在现代化进程之外， 因此印度还远称不上

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④ 按照沃尔特·罗斯托 （Ｗａｌｔ Ｗ. Ｒｏｓｔｏｗ） 的经济增

长阶段论， “印度最多处于准备起飞阶段或起飞阶段”。⑤ 莫迪 ２０１４ 年就任

印度总理后推出 “印度制造” 计划， 立志补齐工业化欠账， 将印度打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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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制造业中心， 似乎从侧面印证了经济现代化的所谓 “第三条道路” 难

以成立。①

围绕印度制造业发展滞后的原因， 既有研究大致形成结构和制度 （政
策） 两种解释路径。 结构解释方面， 拉亚普罗卢·纳加拉杰 （Ｒａｙａｐｒｏｌｕ
Ｎａｇａｒａｊ） 将印度过早的去工业化归因于国内裙带资本主义。 为扶持与政治

关联紧密的商业集团， 本可投向生产性产业的稀缺公共资源被大量抽离。②

阿姆利特·阿米拉普 （ Ａｍｒｉｔ Ａｍｉｒａｐｕ） 和阿尔温德·苏布拉马尼安

（Ａｒｖｉｎｄ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 则认为， 去工业化其实是对印度情况的美化， 更贴

切的说法应该是过早的非工业化， 因为印度从一开始就未实现充分的工业

化。③ 巴林顿·摩尔 （Ｂ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Ｍｏｏｒｅ Ｊｒ. ） 曾指出， 印度在以和平变革的

方式实现政治制度上的现代化的同时， 也保留了大量传统社会结构， 因而

未出现任何有志于将农业剩余用于启动工业化进程的阶级。④ 彼得·埃文斯

（Ｐｅｔｅｒ Ｂ. Ｅｖａｎｓ） 同样认为， 印度强大的乡村土地阶级和高度集中的商业资

本家之间并不分享相同的发展目标， 导致国家层面难以形成后发工业追赶

的强大合力。⑤ 用普拉纳布·巴德汉 （Ｐｒａｎａｂ Ｂａｒｄｈａｎ） 的话说， 他们组成

了 “一个松散而混杂的主导联盟， 热衷于无政府式地攫取公共资源”。⑥

制度 （政策） 解释方面， 卡尔帕娜·科赫哈尔 （Ｋａｌｐａｎａ Ｋｏｃｈｈａｒ） 等

认为， 印度独立以来的长期政策扭曲是其难以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主

要原因。 这表现在： 一是进口替代与国企主导使印度倾向于优先发展重资

产、 高技术、 资本密集型工业； 二是严苛的劳工法和企业规模管制政策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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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民营企业发展； 三是重高等教育、 轻基础教育导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最

需要的中等技能劳动力严重短缺。① 郑宇认为， 印度的劳动和土地制度限制

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 行业之间以及正式和非正式部门之间的流动， 割裂

的就业市场降低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资本的吸引力。② 而服务业之所以成

为印度经济的主导， 一方面源于优先发展高等教育和英语教育的政策选择，
这使其能以较低成本获得大量熟练掌握英语的高技能劳动力，③ 另一方面源

于自由化的政策改革环境，④ 对 “大市场、 小政府” 的过度迷信使印度缺

乏整体性的国家产业战略， “印度制造” 计划因而也难实现预期目标。⑤

目前， 学界已基本就印度经济现代化难以被归类为 “第三条道路” 取

得共识， 既有研究也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印度经济现代化困境的成因， 为该

议题的持续探讨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 结构解释和制度 （政策） 解释均

存在一些分析盲区。 结构解释的长处在于捕捉社会利益结构对政策制定和

经济走向的深层约束， 但它难以解释在相同的结构条件下， 印度不同时期

的技术选择和经济绩效为何呈现出显著差异。 一个相对恒定的变量很难对

历时性的变化做出有效说明。 制度 （政策） 解释的优势在于将国家自主性

和政策选择纳入分析视野， 但它未对政策选择背后的深层原因加以追问，
如政策偏好如何形成， 又是如何在不同的国内外形势下发生变化。 此外，
技术的创新发展是推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但两种解释路径均未

给予技术要素充分重视。
有鉴于此， 本文将技术要素视为具有独立分析价值的变量并对其进行

类型化处理， 在此基础上分析印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技术类型偏好如何形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ａｌｐａｎａ Ｋｏｃｈｈａｒ ｅｔ ａｌ. ，“ Ｉｎｄｉａ’ 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Ｗｈａｔ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ＩＭ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ＷＰ ／ ０６ ／ ２２，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６，ｐ. 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ｗｐ ／ ２００６ ／ ｗｐ０６２２.
ｐｄｆ

郑宇： 《从 “世界工厂” 到 “全球办公室” ———中印制度与经济发展模式比较》， 《世界经

济与政治》， ２０１５ 年第 ７ 期， 第 ２４ 页。
Ｎｉｒｖｉｋａｒ Ｓｉｎｇ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ｌ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ｅｓｓｏｎｓ，”ＭＰＲＡ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１２７６，２００６，ｐ. １，ｈｔｔｐｓ： ／ ／ ｍｐｒａ. ｕｂ. ｕｎｉ－ｍｕｅｎｃｈｅｎ. ｄｅ ／ １４４６ ／ １ ／ ＭＰＲＡ＿ｐａｐｅｒ＿１４４６. ｐｄｆ；Ｋａｐｕｒ Ｄｅｖｅｓｈ，
Ｒａｖｉ Ｒａｍａｍｕｒｔｉ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ｄｒａ Ｍｏｉｔｒａ，“Ｉｎｄｉａ’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Ｖｏｌ. １５，Ｎｏ. ２，２００１，ｐ. ２４.

黄永春等： 《 “跨工业化” 经济增长模式分析———来自印度经济增长模式的启示》， 《中国

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 期， 第 １４２ 页。
Ｒ. Ｎａｇａｒａｊ，“Ｍａｋｅ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Ｗｈｙ Ｄｉｄｎ’ ｔ ｔｈｅ Ｌｉｏｎ Ｒｏａｒ？” Ｉｄｅａ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ａ，Ｍａｙ ３，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ｄｅａｓｆｏｒｉｎｄｉａ. ｉｎ ／ ｔｏｐｉｃｓ ／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ｍａｋｅ－ｉｎ－ｉｎｄｉａ－ｗｈｙ－ｄｉｄｎｔ－ｔｈｅ－ｌｉｏｎ－ｒｏ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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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以及各类技术如何对经济现代化产生异质性影响。

二、 安全与发展双重逻辑下的技术类型选择

巴里·布赞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在谈论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时曾说， 技

术是增强人类与动物行动能力的工具及其背后知识的集合， 作为变量以不

同方式对其他领域产生影响。① 这启发我们， 不能对技术统而论之， 认为采

用了新兴或尖端技术的国家就能自动走上经济现代化道路， 而是要尝试打

开技术的 “黑箱”， 对技术进行分类并探讨各类技术的异质性特征。
面对不同的研究问题， 技术分类的方式通常存在较大差异。② 其中， 丹

尼尔·德雷兹内 （Ｄａｎｉｅｌ Ｗ. Ｄｒｅｚｎｅｒ） 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出发提出的

四种技术类型均可在印度不同历史时期找到对应案例， 因而成为本文建构

分析框架的基础与核心。 德雷兹内基于 “开发新技术所需的固定成本是高

还是低” 以及 “新技术更符合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的利益”， 将技术分

为固定成本高且更符合公共部门利益的威望技术 （ｐｒｅｓｔｉｇｅ ｔｅｃｈ）、 固定成本

低且更符合公共部门利益的公共技术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ｅｃｈ）、 固定成本低且更符合

私营部门利益的通用技术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ｔｅｃｈ）， 以及固定成本高且更符

合私营部门利益的战略技术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ｅｃｈ）。③

威望技术是指那些昂贵、 可见性强且对大多数国家而言非必需的技术，
如核武器、 载人航天技术等， 主要用于向国际社会彰显实力和传递地位信

号。 国际关系中经常可以看到许多违背需求定律的 “炫耀性消费”

８７

①

②

③

Ｌｅｏｎｉｅ Ｔａｎｃｚｅｒ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ｔｏ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Ｃａｒｏｌｉｎ
Ｋａｌｔｏｆｅｎ ｅｔ ａｌ. ｅｄ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Ｃｈａｍ：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Ｐｉｖｏｔ，
２０１９），ｐ. １１９.

例如， 佩罗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ｅｒｒｏｗ） 在研究管理学领域的组织结构设计问题时， 根据组织中的任

务可变性和问题可分析性， 将技术分为常规技术、 工程技术、 手艺技术和非常规技术四类； 霍洛维

茨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 在探讨军事领域的技术创新在何种条件下更易扩散时， 使用财政强度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的概念对技术进行分类。 Ｓｅ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ｅｒｒｏｗ，“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３２， Ｎｏ. ２， １９６７， ｐｐ. １９６ － １９７；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ｏｗｅｒ：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ｐｐ. ３０－３３.

Ｄａｎｉｅｌ Ｗ. Ｄｒｅｚｎ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３３，Ｎｏ. ２，２０１９，ｐｐ. ２９１－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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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ｐｉｃｕｏｕ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对威望技术的追求就属于此类。① 尽管威望技

术的开发门槛极高， 但技术落后的国家有时也能集中资源 “拼一把”， 从而

显著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威慑力。 但威望技术投入巨大， 不仅难以直接转化

为生产力， 反而可能挤占宝贵的经济发展资源。
公共技术是指那些以服务公共福祉和社会效益为目标， 具有非竞争性

和非排他性特征的技术， 如基础疫苗、 传染病防控、 高产抗病农作物良种

等。 对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言， 公共技术的获取通常来自发达

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援助和捐赠， 主要以减少疾病、 避免饥荒等方式帮助落

后国家规避经济损失和维持社会正常运转， 对其劳动生产率的直接、 广泛

提升作用十分有限。 但长远看， 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最终将帮助落后国家

提升经济长期增长潜力。
通用技术是指那些具有极强的渗透性、 普适性和颠覆性潜力的技术，

如电力技术、 信息技术 （互联网、 云计算、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 得益于

标准化、 模块化和开源等特征， 通用技术的开发和普及门槛相对较低， 且

能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中的几乎所有部门， 深刻改变生产方式、 商业模式

和社会运行方式， 驱动长期经济增长。 例如， 个人电脑、 软件和互联网等

信息技术的普及催生了诸如搜索引擎、 社交媒体、 电子商务等无数新产业

和新业态， 彻底重塑了包括零售、 金融、 制造、 娱乐在内的几乎所有传统

行业， 成为过去几十年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
战略技术是指那些研发投入极高、 研发周期漫长、 以复杂的系统工程

形式呈现的技术， 如大型民用客机、 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 高端数控机床

等。 这类技术一旦取得突破， 对国家产业升级、 出口创汇、 技术辐射和整

体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极其显著， 是名副其实的 “国之重器”。 例如， 欧洲

主要国家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联合启动空客研发项目， 不仅重塑了全球民航

工业竞争格局， 还成为欧洲高端制造业和科技实力的象征。
独立以来， 印度经济现代化建设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优先发展特定

类型技术的特征。 具体而言， 尼赫鲁时期的技术发展重心主要在威望技术，
英迪拉·甘地时期则转向以高产良种为代表的公共技术， 自由主义改革时

期的发展重点落在通用技术， 莫迪时期则更重视战略技术的发展。 值得注

意的是， 优先发展某类技术并不代表这一时期的决策者不重视发展其他类

９７

① Ｌｉｌａｃｈ Ｇｉｌａｄｙ，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ｓｔｉｇｅ：Ｃｏｎｓｐｉｃｕｏｕ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ｉｃａｇ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ｐｐ.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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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技术， 而是在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方面更加向某类技术倾斜， 不同类

型技术的政治优先级存在差异。 事实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 印度逐渐呈现

出多种类型的技术叠加发展的特征。 例如， 英迪拉·甘地时期完成首次核

试验， 自由主义改革时期仍重视核能和空间技术开发， 莫迪时期， 印度的

国防研发、 农业技术推广和信息技术发展均在同步推进。
关于国家为何参与甚至主导技术研发活动， 既有研究提供了丰富创见。

克里斯托弗·弗里曼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Ｆｒｅｅｍａｎ） 指出， 日本构建国家创新系统

的行动源自其提高工业竞争力和追赶先发国家的强烈意愿， 这是一种发展

动机。① 技术变迁还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分布和国家间的攻防平

衡， 因此， 国家将出于安全动机参与技术研发。 特别是在国际竞争日趋激

烈的时期， 为避免其他国家的攻击或威胁， 国家的技术创新意愿将显著提

升。② 琳达·维斯 （ Ｌｉｎｄａ Ｗｅｉｓｓ） 进一步指出， “国家安全型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ａｔｅ） 体制作为美国科技创新的引擎， 切实服务于军事和

商业双重目标。③

基于上述研究， 本文提出， 印度不同历史时期的决策者之所以做出优

先发展特定类型技术的决策， 应从安全和发展双重逻辑来理解。 从安全逻

辑看， 当决策者认为国家面临紧迫的外部威胁时， 技术选择的优先级将向

自主可控、 服务于国家安全的方向倾斜。 从发展逻辑看， 当一国深度参与

国际分工和全球市场竞争时， 技术选择会倾向有助于快速嵌入全球价值链、
创造贸易优势的领域。④ 由此， 可以建构一个以 “对外部威胁紧迫性的认

０８

①

②

③

④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Ｆｒｅｅｍａ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Ｊａｐａ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ｒｉｎｔ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８７），ｐ. ３２. 事实上， 关于发展型国家的一系列研究均充分论述了该观点， 在此

不一一列举。
Ｈｅｌｅｎ Ｖ. Ｍｉｌｎ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ｎｄｒｅ Ｕｌｖｕｎｄ Ｓｏｌｓｔａ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 ７３，Ｎｏ. ３，２０２１，ｐ. ５４５.
Ｌｉｎｄａ Ｗｅｉｓｓ，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ｃ.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ａｔｅ（Ｉｔｈａｃａ：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 ２.
该假设成立的前提是决策者拥有不被国内其他行为主体 （如土地所有者、 资本所有者、 有

关产业的利益集团） 的狭隘利益所 “绑架”、 能够相对独立地根据国内外形势进行决策的自主性。
在尼赫鲁时期和英迪拉·甘地时期， 国民大会党的一党独大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这种决策自主

性。 自由主义改革时期， 虽然印度进入 “悬浮议会” 阶段， 决策者的决策自主性受到影响， 但在

发展信息技术产业方面， 政府与产学研用各界的目标相对一致， 即乘上 “信息革命” 的东风实现

快速发展。 在莫迪执政的前两个任期内， 印度人民党均以在议会中的绝对多数席位掌握了较大的决

策话语权， 因而也能够相对自主地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研判推出新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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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和 “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 为分析维度的 ２ × ２ 矩阵， 对印度在不同

历史时期的技术类型选择进行解释。

表 １　 不同历史时期优先发展的技术类型

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

低 高

对外部威胁
紧迫性的认知

高
尼赫鲁时期：

优先发展威望技术
莫迪时期：

优先发展战略技术

低
英迪拉·甘地时期：
优先发展公共技术

自由主义改革时期：
优先发展通用技术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尼赫鲁时期， 印度作为刚刚摆脱殖民统治实现独立的主权国家， 亟

须获得国际社会对其政治体制合法性和发展道路独特性的认可。 印巴分

治以及随后爆发的印巴战争更是显著推高印度对外部威胁紧迫性的认知。
同时， 尼赫鲁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 力图以经济自主捍卫政治独立。
高威胁认知和低经济融入共同塑造了尼赫鲁政府优先发展威望技术的决

策逻辑。
英迪拉·甘地时期， 美苏关系逐步缓和， 印度通过 １９７１ 年 《印苏和平

友好合作条约》 获得了来自苏联的安全保障， 第三次印巴战争更是彻底解

决了来自东巴基斯坦的安全威胁， 使印度对外部威胁紧迫性的认知有所缓

和。 同时， 两极格局下经济全球化尚未全面展开， 印度仍以内向型经济发

展为主。 在此背景下， 通过国家主导的农业技术推广来解决国内粮食危机，
成为英迪拉政府稳固政权的必然选择。

自由主义改革时期， 冷战的终结不仅使世界摆脱了超级大国对抗的阴

霾， 也推动处于不同半球、 原属不同阵营的各国之间经济交往日益增多。
１９９１ 年印度陷入国际收支危机， 揭示了在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
内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已不再具有可持续性。 由此， 印度决定乘上信息革

命的 “东风”， 大力发展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以推动

经济现代化。
莫迪执政时期， 中美技术竞争日趋激烈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加速演进， 不仅使印度看到了承接制造业转移、 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地

位攀升的机遇， 也深刻意识到自力更生发展新兴技术的必要性。 由此， 莫

迪政府做出了集中力量发展与战略新兴产业相匹配的技术的政治决策。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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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优先发展的技术类型与经济现代化建设成效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各个历史时期选择优先发展的技术类型， 因在产业协同效应和就业创

造能力方面存在差异， 最终对印度经济现代化的建设成效产生了不同影响。
图 １ 是本文解释逻辑的示意图。 总体而言， 印度科技发展与经济现代化的

脱节， 应从不同历史时期决策者基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做出发展特定类型

技术的政治决策中加以理解。 由于不同类型的技术各具特征， 通过与不同

历史时期印度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相结合， 最终影响了印度经济现代化建

设的实际成效。 接下来的四节将分别梳理尼赫鲁时期、 英迪拉·甘地时期、
自由主义改革时期以及莫迪时期的技术发展历程， 具体分析决策者如何基

于安全和发展的双重逻辑做出发展特定类型技术的政治决策， 以及该技术

类型对印度经济现代化建设产生了何种影响。

三、 尼赫鲁时期的技术发展及对经济现代化的影响

独立之初， 印度对外部威胁紧迫性的认知一直处于高位。 一方面， 伴

随 １９４７ 年印巴分治而来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引发了两国之间空前的混乱与动

荡。 在教派极端分子的煽动下， 边界两侧很快发生了难以计数的暴动、
屠杀以及报复。 另一方面， 围绕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爆发第一次印巴战

争后， 印度西部边境长期处于不安全状态。 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巴

基斯坦相继与美国签署 《美巴双边防务协定》 和 《共同防务援助协定》，
更加引发印度的安全焦虑。 并且， 面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辩护者所说的

“印度人并未达到而且也从来不曾达到过一种高度的文明状态”，① 印度

的知识精英有着极强的地位焦虑， 深感必须以强大的国家实力和耀眼的

现代化成就向世界作出证明。 正如尼赫鲁所言， “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

２８
① Ｔｈｏｍａｓ Ｒ. Ｍｅｔｃａｌ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ｊ（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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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 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
要么就销声匿迹”。①

这一时期， 印度在经济上坚持自力更生原则， 一方面大力发展公营经

济， 推动公共部门在国民经济中迅速占据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实施以进口

替代为导向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对进出口贸易和外商投资实行严格管

制。 这种经济制度安排使尼赫鲁政府将资源集中投向基础科学和威望技术

成为可能， 核武技术和空间技术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重大突破。
在尼赫鲁看来， 拥有核武器是通向世界大国之路的 “通行证”。② 独立

后不久， 印度便着手组建原子能委员会 （ＡＥＣ）， 后设立由总理直接领导的

原子能部 （ＤＡＥ）， 并成立特朗贝原子能研究所 （ＡＥＥＴ， 后更名为巴巴原

子能研究中心， ＢＡＲＣ）， 完成了管理部门的设立和研究机构的组建工作。③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 印度在特朗贝建造了第一个反应堆 “阿帕莎拉”
（Ａｐｓａｒａ）。 １９５７ 年 ８ 月， 阿帕莎拉反应堆进入临界状态， 成为亚洲地区第

一个可操作的反应堆。 １９６１ 年， 印度建立第一座乏燃料后处理厂， 成为世

界上第五个拥有核燃料回收设施的国家。④ 这一时期， 印度还与美国和加拿

大合作建造了研究型反应堆 （ＣＩＲＵＳ）， 并进行了铀萃取和提炼、 核燃料制

造等技术攻关活动。⑤

随着 １９５７ 年 “斯普特尼克一号” （Ｓｐｕｔｎｉｋ－１） 成功发射拉开美苏太空

竞赛的帷幕， 尼赫鲁也意识到了空间技术对于印度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意

义， 将其比作 “现代印度寺庙的庙顶”。 １９６２ 年， 原子能部设印度国家空

间研究委员会 （ＩＮＣＯＳＰＡＲ）， 后此机构从原子能部分离出来， 组建了独立

的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 ＩＳＲＯ）， 全面推进空间技术的研究开发并对各类研

发活动进行管理。 １９６２ 年， 印度着手建造顿巴赤道发射场 （ Ｔｈｕｍｂａ
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 Ｒｏｃｋｅｔ Ｌａｕｎｃｈ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并于 １９６３ 年发射首枚用于高层大气探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印］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印度的发现》 （向哲濬等译）， 第 ４０ 页。
谢超： 《印度核试验动机探析》， 《国际政治科学》，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２ 页。
李小军： 《论印度核能开发的现状、 挑战及前景》， 《国际政治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 第 ７７ ～

７８ 页。
Ｄｒ. Ｈ. Ｎ. Ｓｅｔｈｎａ，“ Ｉｎｄｉａ’ ｓ Ａｔｏｍ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ＡＥＡ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Ｖｏｌ. ２１，

Ｎｏ. ５，１９７９，ｐ. ４.
吴彤、 张利华： 《美国与印度进行核合作的动因》， 《国际政治科学》， 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 第 ５ ～

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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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的探空火箭， 为之后自制卫星并独立发射奠定了基础。 据当时的亲历者

回忆， 这场历史性发射的筹备工作历经重重困难， 火箭的零部件甚至要靠

自行车运送至发射台。① 这鲜明展现了印度在其他领域尚处于欠发达状态下

仍集中资源发展威望技术的强烈意愿。
据测算， 尼赫鲁时期印度在原子能和空间技术领域的研发费用占到印

度科技研发经费的 ６０％ 以上。② 印度科技部数据也显示， 原子能部研发支

出占印度公共研发机构研发支出总额的比重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达

４１. ２５％ 。③ 这符合利拉赫·吉拉迪 （Ｌｉｌａｃｈ Ｇｉｌａｄｙ） 所界定的国家为追求威

望而进行的 “炫耀性消费”。 一方面， 这类大科学项目需要巨额资金投入作

为支撑， 但直接的经济溢出效应微弱， 因而只有少数国家承担得起， 能够

确保地位信号的稀缺性。 另一方面， 这类项目具有极强的可见性， 易于被

国际社会观察和比较， 并可通过全球报道向世界传递本国跻身先进国家行

列的信号。④ 对于独立后急于摆脱殖民地标签、 追求先进国家身份的印度而

言， 掌握原子能和空间技术为印度赢得了显著的国际威望。
“炫耀性消费” 的核心矛盾在于威望优先于实用， 发展威望技术与印度

独立初期的国情严重错位。 当时的印度经济困顿、 民生凋敝， 尼赫鲁政府

却将有限资源过度投向非生产性的大科学项目。 从产业协同效应看， 威望

技术研发项目具有高度的组织封闭性， 隔绝于常规工业体系之外， 所需精

密零部件和特殊材料大多由少数国防研发机构和内部供应商提供， 追求的

是 “任务达成” 而非 “经济最优”。 并且出于安全和保密的要求， 新的技

术成果通常被严格限制向民用制造部门扩散， 这便造成印度顶尖技术部门与

４８

①

②

③

④

Ｒｉｓｈａｂｈ Ｃｈａｕｈａｎ， “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ＲＯ： Ｆｒｏｍ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Ｒｏｃｋｅｔｓ ｏｎ Ｂｉｃｙｃｌｅｓ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Ｓｐａｃｅ
Ｆｌｉｇｈｔｓ，” Ｉｎｄｉａ Ｔｏｄａｙ，Ａｕｇｕｓｔ ２３，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ｄｉａｔｏｄａｙ. ｉｎ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ｄａｙ ／ ｇｋ－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ｆｆａｉｒｓ ／
ｓｔｏｒｙ ／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ｓｒｏ－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ｒｏｃｋｅｔｓ－ ｏｎ－ｂｉｃｙｃｌｅｓ－ｈｕｍａｎ－ ｓｐａｃｅ－ ｆｌｉｇｈｔｓ－ ｉｎｄｉａｎ－ ｓｐａ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２５８６９９０－２０２４－０８－２３

文富德： 《印度发展高科技的若干问题》， 《东南亚南亚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 第 ３８ 页。
此后， 原子能部研发支出占比逐渐降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降至 ３２. １９％ ， ８０ 年代初降至

１６. ７６％ ， ９０ 年代初降至 １１. ９１％ ， 体现了威望技术在本文所界定的后三个历史阶段重要性的相对

下降。 Ｓｅ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Ｓ＆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Ｔａｂｌ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２２－２３，”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３，Ｔａｂｌｅ ７. ｈｔｔｐｓ： ／ ／ ｄｓｔ. ｇｏｖ. ｉｎ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Ｕｐｄａｔｅｄ％
２０ＳＴ％２０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２０ＴＡＢＬＥＳ％２０２０２２－２３. ｐｄｆ

Ｌｉｌａｃｈ Ｇｉｌａｄｙ，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ｓｔｉｇｅ：Ｃｏｎｓｐｉｃｕｏｕ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ｐ. １２５－
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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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工业生态之间出现断裂。 从就业创造能力看， 这些研发项目严重挤压

了乡村工业和小型工业的发展空间， 使得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未

能得到解决。 最终， 第二个五年计划设定的 “为 １０００ 万人解决就业问题”
的目标未能实现， 到计划收官时失业人口仍高达 ７１０ 万， 农村贫困率并未

显著下降， 贫富差距反而因重工业和尖端科技发展带来的收益集中于少数

群体而进一步拉大。 连尼赫鲁本人也不无遗憾地表示， “计划的执行帮助了

富人而没有使穷人得益”。①

四、 英迪拉·甘地时期的技术发展及对经济现代化的影响

相较于尼赫鲁时期的安全压力， 英迪拉·甘地统治时期印度对外部威

胁紧迫性的认知有所缓和， 这主要由三方面因素共同决定。 一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至 ７０ 年代， 美苏为限制核军备竞赛而推行降低对抗的缓和政策， 南

亚地区因大国发起代理人战争而爆发全面冲突的风险大幅降低， 印度面临

的国际安全环境趋于可控； 二是在美苏缓和的大背景下， 印度与苏联于

１９７１ 年签署 《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 获得了来自苏联的武器装备和安

全承诺， 这意味着印度在遭受军事威胁时将有一个超级大国作为战略后盾；
三是第三次印巴战争以印度获胜、 孟加拉国独立告终， 为应对来自巴基斯

坦的安全威胁而不得不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战略困境不复存在， 印度在

南亚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得到空前巩固。
对英迪拉·甘地而言， 此时最严峻的挑战不再是国家的生死存亡， 而

是连续旱灾导致的饥荒对政权合法性的侵蚀。 经济政策上， 由于英迪拉·
甘地延续了尼赫鲁时期优先发展公营经济和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政策思路，
公共部门能够在没有外部竞争的环境中全面承担起公共技术的推广和配套

任务。 在此背景下， 推广农业技术成为国家的最高技术议程。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 英迪拉·甘地政府正式启动 “绿色革命”。 具体而言， 就是选择耕作条

件好、 雨量充沛且有一定水利设施的地区， 采用高产良种并配以化肥、 农

药等现代农业技术以及必要的农业机械， 大幅度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

量。 根据印度科技部发布的数据， 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 （ＩＣＡＲ） 研发支出

占印度公共研发机构研发支出总额的比重， 从 ５０ 年代末的 １９. ７８％增至 ７０

５８

① 林承节： 《简明印度通史·下卷： 独立以后》，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
第 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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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的 ２０. ５９％ ， 到 ８０ 年代初时进一步增至 ２２. ２３％ 。①

农民最初对 “绿色革命” 心怀疑虑。 在经历了几次大旱后， 他们不愿

再冒任何可能导致收成惨淡的风险。 为打消农民顾虑， 印度政府于 １９６５ 年

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约 １０００ 个示范项目， 每个示范点选取至少 ２ 公顷耕地

运用高产良种和新兴技术， 由农业科学家和技术推广官员直接管理， 并承

诺若因技术原因导致减产， 将对农民损失进行补偿。 示范项目很快取得了

成功， 产量达到传统品种的两至三倍。② 政府通过广播、 报纸、 纪录片等大

众媒体进行了大规模宣传， 打破了农民对新技术的不信任， 并引发全国范

围内对高产良种的强烈需求。 “绿色革命” 由此大规模推广开来。 到 １９８３
年时， 高产良种已覆盖印度 ７６％的小麦耕地和 ５４％的水稻耕地， 未推广地

区主要受限于灌溉设施的缺乏， 而非技术原因。③

“绿色革命” 取得了显著成效。 １９６７ ～ １９７０ 年， 印度粮食产量增长了

３５％ ， 进口量则减少了 ６５％ 。 其中， 小麦产量由 １９６１ ～ １９６５ 年的年均 １１００
万吨增至 １９７１ ～ １９７５ 年的年均 ２５００ 万吨， 水稻产量则由 ３５００ 万吨增至

４３００ 万吨。④ 同时， 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印度农业中的资本

形成总额也呈现持续快速上升的趋势。⑤ 以拖拉机、 水泵和化肥这三种重要

的现代农业资本品为例， １９６２ ～ １９６５ 年至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３ 年间， 印度每千公顷

耕地上使用的拖拉机数量从 ０. ３ 台增至 ３. ６８ 台， 水泵从 ４. ５８ 台增至 ４９. １６
台， 每公顷耕地的化肥施用量则从 ４. ３３ 公斤增至 ４２. ６２ 公斤。 旁遮普邦作

为 “绿色革命” 的心脏地带， 农业资本化程度则更为显著： 拖拉机数量从

每千公顷耕地 ２. ４１ 台增至 ２５. ３５ 台， 水泵从 ８. ２０ 台增至 １５７. ６９ 台， 化肥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这一时期， 印度的威望技术仍在发展， 如 １９７４ 年启动首次核试验， １９７５ 年通过苏联火箭

发射首颗自制卫星， １９８０ 年成为世界第六个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 然而， 相较于 ＤＡＥ 研发支出占

比逐渐降低的趋势， 以及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ＩＣＡＲ 超过 ＤＡＥ 成为研发支出最多的公共机构， 可见农

业技术取代威望技术成为英迪拉·甘地时期优先发展的技术类型。 此后， ＩＣＡＲ 研发支出占比则逐

渐降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降至 １１. ９４％ ， ２１ 世纪以来继续维持在该水平， 体现了农业技术在随后

的历史阶段重要性大幅降低。 Ｓｅ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 “ Ｓ＆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Ｔａｂｌ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２２－２３，”Ｔａｂｌｅ ７.

Ｇｏｖｉｎｄａｎ Ｐａｒａｙｉｌ， “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Ｖｏｌ. ３３，Ｎｏ. ４，１９９２，ｐｐ. ７５１－７５２.

Ｇｏｖｉｎｄａｎ Ｐａｒａｙｉｌ，“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ｐ. ７５２.
林承节： 《简明印度通史·下卷： 独立以后》， 第 １６７ 页。
王立新： 《农业资本主义的理论与现实： 绿色革命期间印度旁遮普邦的农业发展》， 《中国

社会科学》， 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 第 １９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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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量则从每公顷耕地 ７. ８４ 公斤增至 １９２. ０７ 公斤。①

然而， 不能忽视的是， “绿色革命” 本质上是通过引进、 培育和推广高

产良种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而非通过农业机械化实现规模化生产， 因此

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印度小农经济的组织形态。 “绿色革命” 聚焦生物技术投

入的主要原因在于， 其所需费用比购买农业机械要低， 也比使用农业机械

简便易行， 且具有 “规模中性” （ｓｃａｌ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 的特征， 地块规模是大是

小、 集中还是分散都不受影响。 这本应带来普惠性的发展成效。 但从产业

协同效应看， 生物技术路径的产业联系较窄， 主要带动的是上游的种子产

业和化肥工业， 带动其他产业协同发展的能力远不及机械化技术路径。 而

从提升人均收入水平的效果看，② 由于土地改革的不彻底和土地集中， 富

农不仅垄断了低息贷款和农业补贴， 还通过规模化经营放大收益， 形成

了富农愈富、 贫农愈贫的马太效应， 结果不仅未缓解农村贫困问题， 反

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③ 由此可见， “绿色革命” 虽使印度实现了粮食自

给， 却未能推动一场农业与工业协同发展且惠及大多数人口的经济现代

化进程。

五、 自由主义改革时期的技术发展及对经济现代化的影响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推动世界格局发生

巨变， 超级大国及其代理人之间爆发直接军事对抗的风险基本消失。 在邻

国关系方面， 虽与巴基斯坦有诸如 １９９９ 年卡吉尔冲突等摩擦， 但其规模和

烈度较前三次印巴战争已大幅减弱。 由此， 印度对外部威胁紧迫性的认知

已全面下降， 应对国际收支危机成为决策的最优先事项。 当时， 印度的外

汇储备仅能维持数周进口， 随时可能发生主权债务违约， 反映出长期计划

经济模式和进口替代战略已使国家经济体系濒临崩溃， 难以为继， 以自由

化、 市场化、 全球化和私有化为特征的新经济改革势在必行。

７８

①

②

③

Ｇ. Ｓ. Ｂｈａｌｌａ ａｎｄ Ｇｕｒｍａｉｌ Ｓｉｎｇｈ， “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 Ｓｔ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ｅｅｋｌｙ，Ｖｏｌ. ３２，Ｎｏ. １３，１９９７，ｐ. ８.

需要说明的是， 此处分析 “提升人均收入水平的效果” 而非 “就业创造能力”， 并非对分析

框架的偏离。 公共技术的直接目标是改善民生， 具体表现为技术发展所创造出的收益能否为更大范围

的群体所分享， 这与其他类型技术通过创造出更大规模的就业实现收益共享的核心逻辑是一致的。
Ｄ. Ｎ. Ｄｈａｎａｇａｒ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ｄｉａ，”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Ａｓｉ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Ｖｏｌ. ２０，Ｎｏ. ２，１９８８，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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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其后的问题是， 印度应如何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塑造自身竞

争力， 通过国际贸易获取外汇。 接替英迪拉·甘地担任总理的拉吉夫·甘

地曾在英国留学， 熟悉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潮流。 他深刻认识到， 信息革

命正在成为重塑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技术变革， 印度要充

分发挥作为后发国家的优势， 从国外引进前沿技术来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

展。 具体而言， 就是通过发展软件外包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用代码换外汇。
在拉吉夫·甘地看来， 印度 “已经错过工业革命那班车， 不能再错过这第

二班车。 必须紧跟着它， 追上并跳上去。”①

随后， 拉奥政府、 瓦杰帕伊政府和辛格政府均以推动印度成为全球信

息技术超级大国和信息革命时代的先驱国家为目标， 出台一系列改革举措

和支持政策。 １９９１ 年， 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组建 “印度软件技术园区”
（ＳＴＰＩ）， 为软件出口商提供各类服务和激励措施。 １９９８ 年， 印度组建 “国
家信息技术特别工作组”， 总理亲自担任组长， 并制定 “信息技术行动计

划”， 提出 １０８ 项具体政策建议， 在购地、 贷款、 纳税和投资等方面出台了

一系列优惠举措。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２ 年， 印度软件外包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年均

４５％的速度增长， 出口额从 １９９４ 年的 ４. ８５ 亿美元猛增至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７２ 亿

美元， 成为全球服务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② 曼莫汉·辛格执政时期还牵头

组建了 “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委员会” （ＮＭＣＣ）， 并在随后推出 “国家制造

业竞争力计划” （ＮＭＣＰ）， 旨在向中小微企业推广信息通信技术， 助力其

实现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全球竞争力。③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在印度实现爆发式增长， 是国内禀

赋和国际机遇深度契合的结果。 从印度国内看， 信息技术服务业作为知

识密集型产业， 无需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 而是依赖人力资本投入， 恰

好适配印度资本稀缺但高素质技术人才富集的现实状况。 同时， 印度知

识分子普遍熟练掌握英语， 能无缝对接欧美客户的沟通需求， 大幅降低

跨国服务的协作成本， 这使印度在与其他非英语国家的服务外包竞争中

８８

①

②

③

Ｂ. Ｋ. Ａｈｌｕｗａｌｉａ ａｎｄ Ｓ. Ａｈｌｕｗａｌｉａ， Ｒａｊｉｖ Ｇａｎｄｈｉ：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Ｎｅｗ Ｇｒｏｕｎｄｓ （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Ｃｏｓｍｏ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５），ｐ. ５８.

陈峰君编： 《世界现代化历程·南亚卷》，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１８０ 页。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Ｍｉｃｒｏ， Ｓｍａｌｌ ＆ Ｍｅｄｉｕｍ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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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颖而出。 从国际环境看，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美国科技公司为控制研发

成本， 掀起软件研发的外包热潮； 到 ９０ 年代后半期， 欧美跨国公司更是

将呼叫中心、 数据处理、 信息咨询等非核心业务流程大规模外包， 形成

全球性的服务分工需求。 正是这种全球产业分工的深化与印度自身优势

的精准匹配， 使得信息技术服务业迅速成为印度在全球占据领先地位的

核心产业。
然而， 信息技术服务业对印度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并不意

味着以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主导就能实现印度经济的现代化。 拉吉夫·甘地

提出的 “依靠信息技术将印度带入 ２１ 世纪” 的理念， 核心要义是不仅信息

技术服务业自身要发展， 更重要的是发挥信息技术作为通用技术的革命性

作用， 通过技术赋能推动各行业各部门的全面信息化转型， 最终构建起覆

盖国民经济各领域和惠及全体国民的现代化发展格局。 从产业协同效应看，
信息技术服务业不涉及具体的物质生产， 自身无法衍生以产业集群和产业

链为代表的工业生态系统， 对于本身就处于欠发达状态的印度工业体系也

难以发挥赋能作用， 这便使印度的经济结构难以通过迭代演进、 获得新技

术带来的普惠性的生产力提升。① 并且， 这种现代化只是少数大城市和技术

园区的 “飞地式繁荣”， 孟买、 班加罗尔、 德里、 海得拉巴等城市依托完善

的基础设施、 充足的人力资本和灵活的政策支持， 成为全球信息技术服务

外包的承接者。② “飞地” 以外则依然是贫困落后的 “第三世界”。 从就业

创造能力看， 信息技术服务业吸纳低技能劳动力的能力十分有限， 导致就

业规模无法随经济增长而扩大， “无就业的增长” （ ｊｏｂｌｅｓｓ ｇｒｏｗｔｈ） 特征显

著。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８ 年， 印度实现年均 ６. ２％ 的经济中高速增长， 但正规就业

规模却以年均 － ０. ２％速度逐年萎缩， 超过 ９２％的劳动者为非正规就业， 缺

乏社会保障且收入极不稳定。③ 可见， 除少数接受过高等教育、 熟练掌握英

文的顶尖技术人才从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中受益外， 绝大多数民众

９８

①

②

③

毛克疾： 《 “印度制造” 的双重困境———印度工业化的曲折道路》， 《文化纵横》， ２０１９ 年

第 ３ 期， 第 ２２ 页。
Ｖ. Ｎ. Ｂａｌａ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ｙａｍ ａｎｄ Ａｈａｌｙａ Ｂａｌａ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ｙａ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 ２０，Ｎｏ. ６，２００２，ｐ. ８４１.
Ｓｈｅｂａ Ｔｅｊａｎｉ， “ Ｊｏｂｌｅｓ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４０，Ｎｏ. ３，２０１６，ｐ. ８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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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生活在失业和贫困的威胁之中。①

六、 莫迪时期的技术发展及对经济现代化的影响

印度信息技术服务业高度依赖发达国家的外包订单， 国内需求难以支

撑内生性的现代服务业发展， 这使其极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冲击， 缺乏

可持续增长的稳固基础。 数据显示， 印度信息技术服务业出口额中四成以

上来自银行、 金融服务和保险业 （ ＢＦＳＩ）， 三分之二集中于美国市场。②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印度信息技术服务业迅速遭受重创。 到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行业整体盈利下降 ６％ ， 最大的三家软件外包巨头净利润增速均从

４０％的高位降至 １２％ 甚至个位。③ 这深刻揭示了， 对于印度这样一个人口

大国， 以信息技术带动经济现代化绕不开制造业的发展， “跨工业化” 的经

济增长模式如果没有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基础教育的普及作为支撑， 发展红

利便只会局限于局部区域和少数群体， 难以转化为全国性的发展动能。④ 换

言之， 只有制造业发展才能支撑起印度的 “大国梦”。
进入 ２１ 世纪第二个十年， 印度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转型， 再次推

高对外部威胁紧迫性的认知。 一方面，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加速演进， 国际秩序进入深刻重塑期。 对于印度这样一个追求世界大国地

位的国家而言， 若未能抓住这一窗口期， 就可能在未来面临被边缘化的风

险。 另一方面， 在中美技术竞争日趋激烈和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构的大背景

下， 经济相互依赖日益被视为潜在的安全脆弱性来源。 独立自主的技术发

展不仅关乎产业竞争力， 更是战略自主的重要基础。 但与尼赫鲁时期的地

位焦虑不同之处在于， 这一时期的印度已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因

此其对大国地位的追求离不开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有利甚至主导性的

０９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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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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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戎： 《金融海啸中的印度外包业》， 载 《光明日报》，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 第 １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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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位， 以及在全球供应链中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节点 （甚至取代中

国）。 由此， 大力发展以战略技术为支撑的战略新兴产业成为决策者的必

然选择。
继针对中小微企业推出的 “国家制造业竞争力计划” 后， ２０１１ 年， 辛

格政府再度推出更为宏观且更具战略性意义的 “国家制造业政策”
（ＮＭＰ）， 并提出到 ２０２２ 年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至 ２５％ 和新

增 １ 亿个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宏伟目标。① 随后接任总理的莫迪延续了这一思

路。 但不同于辛格政府以培育通用技术和产业生态来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

路径， 莫迪政府更重视以战略技术为牵引来实现快速追赶， 一个重要标志

是莫迪于 ２０１６ 年解散了辛格政府成立的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委员会， 代之以

国家转型委员会 （ＮＩＴＩ Ａａｙｏｇ）。 莫迪甫一上台便推出 “印度制造” 计划，
首批 ２５ 个重点行业均涉及带动其他产业技术协同发展效应明显的战略技

术。② 同时， “阶段制造业促进项目” （ＰＭＰ）、 “生产挂钩激励计划” （ＰＬＩ）、
“电子元件和半导体制造业促进计划” （ＳＰＥＣＳ） 和 “改进型电子制造业集群

计划” （ＥＭＣ２. ０） 等重大经济倡议和发展规划也相继出台。③ 其中， ２０２０ 年

推出的 “生产挂钩激励计划” 将重点扶植包括医疗设备、 汽车及零部件、
电子元件、 太阳能光伏组件、 先进化学电池以及无人机和无人机零部件

在内的 １４ 个特定行业， 给予制造商财政激励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全球竞

争力提升。
莫迪还从中美战略博弈中看到了将印度打造为技术驱动的全球制造业

中心的历史性机遇，④ 甚至乐观地表示， 印度或许错失了参与前几次工业革

命的机遇， 但在当前多重有利因素的交汇下， 拥有了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的潜力。 “我们已推出多项改革举措与激励政策， 旨在将印度建设成为技术

１９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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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ｔｅ Ｎｏ. ２，２０１１ Ｓｅｒｉｅｓ，ｐ. 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ｐｉｉｔ. ｇｏｖ. ｉｎ ／ ｓｔａｔｉｃ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５ ／ ０７ ／ ａ７ｆ８７２６ａ７７２ｄ２８３ｃ２ｃ１０ａ７
ｄ０２ａｂ５ｂ１９０.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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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胜男： 《莫迪经济改革评析》，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５７ ～ ５８ 页。

Ａｌｅｘ Ｃａｐｒｉ，“ Ｉｎｄｉａ：Ａ ２１ 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ｕｂ？ Ｈｏｗ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Ｃｏｕｌ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Ｈｉｎｒｉｃｈ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 ｐ. 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ｉｎｒｉｃｈ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ｗｐ ／ ｔｅｃｈ－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ｒａｄｅ ／ ｉｎｄｉａ－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ｅｃｈ－ｈｕｂ



　 　 ２０２６ 年第 ３ 期

驱动的全球制造业中心”。①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印度公布 “科技发展十年愿景”
（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ｄｉａ Ｔｅｃｈａｄｅ）， 擘画了印度迈向世界科技领先国的具体路线， 其中

包括要在量子计算、 人工智能和绿色技术领域发挥引领全球变革的作用。②

２０２５ 年 ２ 月， 莫迪提出 “双重 ＡＩ 愿景”， 强调人工智能是实现 “进取印

度”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ｉａ） 的必经之路。③

从发展的实际成效看， 随着美国苹果公司、 韩国三星电子等企业向印

度转移产能， 电子设备制造业成为印度增长最快的行业。 印度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４ 年， 印度电子设备制造业总产值从 １. ９ 万亿卢比飙

升至 １１. ３ 万亿卢比， 出口额从 ３８００ 亿卢比跃升至 ３. ２７ 万亿卢比。 其中，
消费电子特别是移动通讯设备表现尤为亮眼， 产值从 １８００ 亿卢比增至 ５. ４５
万亿卢比， 出口额也从 １５０ 亿卢比增至 ２ 万亿卢比， 跃升为印度第三大出

口品类， 仅次于工程产品和石油产品。 目前， 印度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移动

通讯设备制造国。④ 然而， “印度制造” 计划的两大核心目标， 即拉动制造

业大规模增长和创造就业岗位却并未实现。 从产业协同效应看， 印度制造

业并未实现整体性发展。 十年间， 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

增反降， 从 １５. ０７％降至 １３. １４％ ，⑤ 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的占比到 ２０２４ 年

时仍仅为 １. ８％ 。 与之相比， 服务业出口的全球占比则从 ２. ９％ 提高到

４. ３％ 。⑥ 从就业创造能力看， 电子设备制造业十年间约在全国范围内创造

了 ２５０ 万个就业岗位， 与印度超过 ６ 亿的劳动力总数和不足 ７％的正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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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相比仍远远不够。
“印度制造” 计划未达预期是内部核心症结与外部环境制约共同作用的

结果。① 从内部症结看， 一是印度熟练技能劳动力严重匮乏， ６ 亿劳动力群

体中仅 ２０％为熟练技能劳动力， 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８０％ ），② 难以

支撑莫迪政府发展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雄心。 二是印度国内总储蓄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３２. ９％ ， 虽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２６. ９％ ）， 但低于处于

大致相同产业生态位的越南 （３７. ６％ ） 和印度尼西亚 （３６. ９％ ）， 与中国

（４３. ３％ ） 更是存在较大差距， 国内资本不足以维持印度经济快速发展所需

的高投资率。③ 三是改革受国内利益集团掣肘推进缓慢， 未能撼动印度经济

长期存在的土地、 劳动力和资本三大结构性问题， 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

题始终存在。④ 四是印度人民党与其母体国民志愿服务团之间的深刻观念分

歧， 导致莫迪政府经济政策经常在目标和取向上相互矛盾， 进一步影响了

改革成效。⑤ 从外部环境看， 一方面， 当前数字化、 智能化的技术发展浪

潮使得市场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持续收缩， 印度素来引以为傲的

所谓 “人口红利” 在新的技术条件下难以有效释放； 另一方面， 受全球

经济衰退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掀起 “再工业化”
浪潮等因素影响， 过去几十年东亚经济体高度依赖美欧为产品出口提供

广阔市场的时代已经结束， 当前国际环境已无法支撑一个印度量级的出

口导向战略。⑥

３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由此可见， 恰当的技术类型选择是推动制造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但非充分条件， 它还需要

与诸如国内要素禀赋、 利益分配结构、 经济意识形态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等因素协调配合， 潜在

经济效益才有可能得到激发。 就此而言， 本研究并不主张技术决定论， 而是从技术类型学的视角为

印度经济现代化成效不彰提供一种新的可能解释。
Ａｐａｒｎａ Ｐａｎｄｅ，“ Ｉｎｄｉａ’ ｓ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ｒ Ｐｉｔｆａｌｌ，” Ｇ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Ｍａｙ ２１，２０２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ｉ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ｍ ／ ｒ ／ ｉｎｄｉａｓ－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
数据源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选取 ２０２４ 年进行跨国比较。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ＧＤＳ. ＴＯＴＬ. ＺＳ？ ｅｎｄ ＝ ２０２５＆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１Ｗ－ＶＮ－ＩＤ－ＣＮ＆ｓｔａｒｔ ＝ ２００５
施丹辉、 黄郑亮： 《莫迪政府经济改革的内部制约因素分析》，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３０ ～ １３４ 页。
杨怡爽： 《印度政府经济政策内在矛盾的政治逻辑》， 《南亚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３ 期， 第１５２ 页。
叶海林、 吴俊、 张展毓： 《对印度经济成就与前景的再认识———兼议印对华经济政策心理

动机》，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０ ～ １１ 页。



　 　 ２０２６ 年第 ３ 期

结　 语

印度自独立以来便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发展， 先后出台四份指导科技发

展的纲领性文件， 分别是 １９５８ 年的 《科技政策决议》、 １９８３ 年的 《技术政

策声明》、 ２００３ 年的 《科学技术政策》 和 ２０１３ 年的 《科学、 技术与创新政

策》。 但回顾其技术发展的具体历程会发现， 印度技术类型选择的每一次重

大转变， 既是中长期政策规划的结果， 也体现了对紧迫危机的应激反应。
尼赫鲁时期对周边安全环境的焦虑、 英迪拉·甘地时期因粮食危机而引发

的对政权稳固的担忧、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解决外汇短缺的迫切需要， 以及当前

国际秩序重构给莫迪政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深刻影响了决策者对技术及

其作用的看法。 结合当时印度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和世界经济竞争的程度，
他们做出了发展特定类型技术的政治决策。 当然， 每次危机驱动的技术类

型转向并非替代原有的发展路径， 而是赋予某类技术更高的政治优先级，
在政策扶持和资金分配方面给予倾斜。

各类技术的产业协同效应和就业带动能力存在差异， 因而对经济现

代化的推进产生了不同影响。 威望技术研发因高度的组织封闭性和安全

保密要求， 向民用制造部门扩散十分有限， 也无助于解决农村大量剩余

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以生物技术投入为主的 “绿色革命” 在产业协同效

应方面远不及农业机械化， 且因土地改革不彻底反而加剧了社会收入不

平等状况。 在敏锐捕捉到信息革命正在成为重塑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

场史无前例的技术变革后， 拉吉夫·甘地及其后的几届政府试图发挥信

息技术的革命性作用， 构建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和惠及全体国民的现代

化发展格局。 这本是很好的设想， 但实践证明， 缺乏本土制造业支撑的

现代服务业如同 “无源之水”， 极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冲击。 并且， 除

少数顶尖技术人才能从中受益外， 绝大多数民众仍面临失业和贫困的威

胁。 在此基础上， 莫迪深刻认识到， 只有制造业发展才能支撑印度这样

一个人口大国整体迈向经济现代化， 实现印度的 “大国梦”， 因为制造业

是支撑通用技术和战略技术持续进步的重要平台。 失去制造能力， 也就

意味着失去了创造能力。
虽然 “印度制造” 计划因内部症结与外部环境制约而未取得预期成效，

但不可否认， 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中低收入经济体要走上可持续发展的现

４９



　 技术类型、 政治决策与印度经济现代化

代化道路，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是绕不开的发展阶段。 制造业具有自我内循

环的特征和明显的外溢效应， 如果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出现制造业

比重的过早下降， 同时服务业比重虚高， 结果将是服务业的根基不稳、 经

济增长动力不足， 往往需要更长时间 （通常是 ３０ 年左右） 进行重新补

课。① 制造业的壮大将带来工资水平提升、 政府税基扩大和企业高投资率三

者的良性循环。 这种循环便是经济现代化的核心。 正如中国的发展历程所

揭示的， 开启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不在于某一时点上的要素投入， 而在于

各个经济要素能否进入一个 “正反馈” 互动的过程。② 从这个方面看， 印

度实现经济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编　 辑　 吴兆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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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ｄｅｒ. 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ｂｉｎｄ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ｂｒｏｋｅ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 Ｍｏｄｉ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ｂｕｉｌｔ ａ ｈｕｂ－ａｎｄ－ｓｐｏｋ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ｄｉａ ｓｉ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ｓ ｔｈｅ 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ｗｈｉｌｅ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ｃｃｕｐｙ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ａｔ ｏｒｄｅｒ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ｄｉｖｉｄｅ ａｎｄ ｒｕｌｅ ａｎｄ ａｎ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Ｉｎｄｉａ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ｔｏ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ｗｈｉｌｅ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ｅｘｔｒ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 Ｉｔ ｈａｓ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ｌｅｆｔ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ｓｔａｔｅ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Ｉｎｄｉａ’ ｓ ｃｏｅｒｃｉｖｅ ａｎｄ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ｓ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ｔ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ｄｉａ’ｓ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 Ｉｎｄｉａ ｈａｓ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ｄ ｂ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ｙｉｎｇ ｉｔ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ｔｓ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ｆａｌ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ｐ ｏｆ ｏｖｅｒ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ｎｇ ａ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ａｎｔｉ－Ｉｎｄｉａ ｗａ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 Ｆｉｒｓｔ”，ｉｎ
ｓｈｏｒｔ，ｒｅｍａｉｎｓ “ Ｉｎｄｉａ Ｆｉ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ｅ Ｍｏｄｉ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ｉ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ｒｉｖ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 Ｏｕｔ” ｗａｖ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ｄｉａ；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ｔｉ － Ｉｎｄｉａ Ｗａｖ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ｙｐ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ｙ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ｄ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ｉｎｃ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２６１



　 英文摘要

ａｒｅａ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ｔｏｍ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ｐａ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ｈａｓ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ｂｒ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ｒ ａ ｍａｒｋｅ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ｉａ’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ｍａｄｅ ａｂｏｕｔ ｗｈｉｃｈ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ｎ ｐｒｅｖａｉｌｉｎｇ. Ｉｎ ｂｒｏａｄ ｔｅｒｍｓ， ｔｈｏｓ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ｓｈａｐｅｄ ｂｙ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ｇｅｎｃｙ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ａｎ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ｔｉｇ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ｙｎｅｒ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ｈａｄ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Ｉｎｄｉａ’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 ｐｏｐｕｌｏｕｓ ｌｏｗｅｒ－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ｏ ｅｍｂａｒｋ
ｏｎ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ｐａｔｈ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ａｂｏ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ｓ ａ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ｂｙｐａｓｓ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ｋｅ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ｔｒｅａｔ ｏｒ Ｒｉｓｅ？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ｎｅｖ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 ｕｎｄｅｒ Ｍｏｄｉ

Ｂｙ Ｚｈａｎｇ Ｌｉ ＆ Ｙｏｕ Ｚｈｉｙｕ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ｏｕｔｐｕｔ ｆｉｇｕｒｅｓ，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ｕｂ－ｓｅｃｔｏｒｓ，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
ｓｉｎｃｅ Ｎａｒｅｎｄｒａ Ｍｏｄｉ ｔｏｏｋ ｏｆｆｉｃｅ， ｔｒａｃｋ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ｉｔｓ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ａｎｄ ｄｒａｗｓ ｏ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ｎ，ｉｔ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ｓ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ｓ ＧＤＰ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ｌｏｗ ａｎｄ ｗｅｌｌ ｓｈ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ｉ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ｓｔａｔｅｄ ｔａｒｇｅｔｓ，ｔｈ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ｈａｓ
ｎｏｔ 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 ｖｉｅｗｅｄ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ｉｔ ｈａ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 ｇｒｏｗ，ｕｎｅｖｅｎｌｙ ｂｕｔ 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ｗｉｔ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ｄｉｖｅｒｇｉｎｇ
ｓｏｍｅｗｈａｔ ａｃｒｏｓｓ ｓｕｂ－ｓｅ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ｌｉｅ ｉｎ ｔｗｏ ｏｐｐｏｓｉｎｇ ｓｅｔｓ ｏｆ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ｇｉｖｅ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ｉｍｐｅｔｕｓ ｔｏ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ｒｉｓ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ｌｏｎｇ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ｓ ｉ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ｓｋｉｌｌｅｄ ｌａｂｏｒ—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ｌｏｗ ｔｏ 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ｗｅｉｇｈ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ｓ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ｗｏｒ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ｄｉａ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ｉｔｓ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Ｉｎｄｉ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ｎｏｔ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ｔｔａｃｈ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ｒｉｓｅ，ｔｒａｃｋ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 ｏｎ 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ｂａｓｉｓ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ａｔ ｒｉｓｅ ｍａｙ
ｂ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ｉｎ ａ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ｍａｎｎ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ａｎ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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